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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效应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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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等院校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载体,其研究投入能否有效转化为区域创新动力,是促进经济

增长的重要条件。 利用
 

2006—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基础研究整体上能够显著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量”的双重效应。 高校基础研究

通过“显性渠道”“隐性渠道”两种溢出机制影响区域创新水平且二者在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 “显性渠道”仅

从数量上促进区域创新;“隐性渠道”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更为全面,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质量与数量。 进一步

分析表明,基础研究强度能正向调节其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调节效应呈递增趋势。 异质性分

析表明,高校基础研究对东、中、西部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递减效应。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校基础

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意

义,还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科技政策的优化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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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石,旨在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而不以特定的应用

目标为导向[1] 。 其开放性、长远性和前沿性特点使其在推动技术变革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中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全球创新驱动竞争的加剧,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它不仅为科技

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和技术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量子通信、新能源等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然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一方面,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尚

未得到充分发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仍需依赖外国技术支持,如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技术瓶颈依

然存在,暴露出的基础研究的短板直接限制了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竞争力。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资源

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我国创新水平的全面提升。 根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2023》数据,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 2002 年的 73. 8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

 

259. 1 亿元,但其占研发总支出的比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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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维持在 5% ~ 6%,远低于美国(约 17%)和日本(约 15%)的水平[2] 。
面对国家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加

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性成果,鼓励自由探索。 2023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强化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

键路径。 这表明,基础研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支点。 在我国

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活动主要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 与企业更加注重短期研发投入和产品开

发的目标导向不同,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核心主体,其研究活动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原创性和长期性特

点,能够为区域创新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持和技术储备[3] 。 然而,高校的基础研究活动是否能够有效转化

为区域创新动力,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

的关系[4-5] ,以及企业、政府等主体的研发投入规模和效率问题[6-7] ,而对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体如何影

响区域创新水平的探讨相对较少。 作为基础研究创新链条的上游主体,高校的基础研究投入是否能够

推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这种提升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的? 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或许更具现实

意义。
因此,以高校基础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其对所在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相较于现

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聚焦于创新链上游主体———高等院校,提供更为生动的证据用以识

别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效应。 (2)强调中国情境下复杂的影响渠道与机制,运用

“显性溢出”与“隐性溢出”渠道理论假设,揭示高等院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的激励作用,从而丰富基

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认识。 (3)进一步凸显了创新资源投入强度在促进创新效果中的重要作

用,尤其是当资源投入未达到关键临界点时,可能会对创新的显著产出产生制约效应。 (4)从地区发展

差异和市场化水平细分维度出发,探讨了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异质性特征,这对于中国

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广泛认可基础研究在区域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的核心作用[8] 。 Aghion 和

Howitt[9]基于研发驱动理论,首次区分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探讨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
指出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性与前瞻性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应用研究则推动了技术的市场转化。
卫平等[10]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显著促进创新产出,为理解基础研究

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微观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 李平[11] 、蔡勇峰等[12] 则基于区域和行业层面的数据验

证了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正向效应,强调基础研究在知识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对长

期生产效率改进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这些研究为揭示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

了理论依据。
在资源有限理论框架下,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资金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严成樑[13] 通过构建 R&D 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资源分配中的协同效

应,提出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例能够最大化知识积累与技术扩散的综合效能。 王文、孙早[14] 进一步探讨

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指出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性与应用研究的

短周期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互补性。
尽管已有研究扩展了基础研究的理论边界,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企业

与政府作为研发主体的创新行为,而较少关注高校作为基础研究核心承担主体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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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作用。 高校不仅是知识创造的源头,也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其基础研究活动在促进区域技术

创新、知识扩散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已有研究虽然揭示了高校在技术转移[15] 、资源

配置[16] 中的作用,但对于高校基础研究在提升区域创新质量及长期驱动效应中的贡献关注较少,尤其

是在提升区域创新质量和推动持续创新能力方面,高校的独特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 另一方面,高校

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研究机制尚缺乏深入讨论。 一是,高校基础研究成果的显性溢出

(如科技服务、技术转移)为企业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和应用解决方案,但这一机制的作用范围和短

期导向性可能限制其对创新质量的长远影响[17] ;二是,高校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积累形成的隐性溢出

效应,则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长周期的创新能力提升[18] 。 然而,这些机制在

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的差异化作用尚未得到系统分析。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聚焦于分析高校基础研究在推动高水平创新产出中的核心作用,系统分析

其如何通过显性渠道(如技术转移、科技服务)和隐性渠道(如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对区域技术创新的

数量与质量产生影响,深入探讨显性和隐性溢出效应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过程中的机制差异,全面揭示

高校基础研究在中国创新体系中的独特功能,从而为深化高校在中国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提供新的理论

视角与实证支撑。

(二)研究假说

1.
 

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源自经济体系内

部的知识积累与扩散,而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处于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上游环节。 高校

基础研究通过揭示事物的客观本质和运动规律,不仅为后续应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区域内的创

新活动奠定了知识基础。 其研究成果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特性,可以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转移,直接或

间接促进区域创新产出[19] 。
一方面,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其研究活动以探索科学原理和发现新知识为核心,具有

高度的开放性与共享性,通过多渠道在区域内外扩散以提升创新能力[20] 。 高校基础研究成果多以学术

论文、专利和技术报告形式公开,为区域内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了获取与利用的机会,有利

于优化研发过程。 同时,与企业、政府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加速了知识共享和创新协同,进一步促进了知

识的扩散与外溢[21] 。 此外,知识溢出的形式不仅局限于显性知识(如论文、专利等)的传播,还包括隐性

知识的扩散。 学术交流、会议和合作研究等非正式渠道使学者与研究人员将最新研究进展传播至区域

内其他创新主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共享与合作。
另一方面,高校基础研究不仅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通过专利授权、技术合同和产

学研合作等方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创新产品和技术。 通过技术转移机制,高校不仅提升了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还直接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 高校的研究成果具有长期性与潜在高影响力,企业通过技

术学习将这些前沿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并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和产品[22] 。 这一过程不

仅增强了企业技术水平与市场竞争力,还推动了区域内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高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

有效提升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增强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23] 。 技术转移的成功不仅体现在企业

技术水平的提升上,更通过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持续合作,巩固了高校基础研究在区域创新中的核心地

位。 这种协同效应有助于提高创新数量,同时通过长期合作提升创新质量与技术成果转化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高校基础研究对所在区域内创新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

 

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机制。 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显性渠

道和隐性渠道两种机制发挥作用。 这两种机制在实现路径和作用方式上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构成

了高校基础研究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理论框架。 其中,显性渠道侧重于高校通过科技服务直接推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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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技术创新活动,隐性渠道则通过人才溢出和知识溢出间接影响区域创新水平。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

理论,这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分别满足短期技术需求和长期知识积累的不同功能需

求,从而推动区域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的协同增长。
显性渠道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校通过科技服务与区域企业建立直接联系,推动技术转移和创

新扩散。 高校基础研究的高技术门槛和前沿科技优势,为科技服务提供了深厚的专业支撑。 一方面,高
校通过校企合作项目、技术转移等形式,直接向企业输送具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成果,有效满足企业技术

需求,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24] ;另一方面,科技服务人员之间的竞争与协作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

量,为区域企业提供更精准的技术支持。 科技服务人员的知识和经验的多元化,能够形成更全面的市场

动态和需求信息,迅速将大学的先进技术转移到企业,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 这种直接的技术对接模

式,显著加速了高校研究成果的价值转化,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纳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

能力[25] 。
隐性渠道则通过“人才溢出”和“知识溢出”间接促进区域创新质量和数量的提升。 一方面,高校培

养的高素质人才留在区域内就业,为企业提供了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储备,并通过长期积累促进区域创新

生态系统的发展。 Maryann[26]指出基础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其中研究

生教育具有最为显著的促进效应。 Cardamone[27] 则强调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其研究结

果显示,大学通常位于创新集群的核心地带,对其他创新主体和人力资本都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另一

方面,高校通过论文、专著及非正式学术交流等形式扩散研究成果,这些知识资源成为区域内创新主体

的重要参考和技术储备。 基础研究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高校在进行基础研究时,会产生大量的新

知识和新技术。 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以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专著为主要形式,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

源泉[28]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机制假设:
H2:高校基础研究通过以科技服务为主的“显性渠道”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H3:高校基础研究通过人才溢出、知识溢出等“隐性渠道”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借鉴李蕾蕾[29]等相关研究,本文采用双对数线性模型的形式来分析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

的影响:
ln_inpatit =α0 +α1 ln_edufunit+α2M+vt+μi+εit, (1)
ln_invit =α0 +α1 ln_edufunit+α2M+vt+μi+εi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_inpatit 表示各省技术创新数量,ln_invit 表示各省技术创新质量,核心解释变量

ln_edufunit 表示省份高校的人均基础研究经费,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省份层面变量 M。 vt 表示时间固定

效应;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区域技术创新。 在已有研究中,专利数量被广泛使用作为衡量地区创新活动的变

量指标,体现了区域内创新投入的产出质量与效果。 为了深入剖析高校基础研究对企业地区技术创新

的影响,借鉴 Hu[30] 、Cai[31]等的研究思路,从“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考察技术创新水平。 本文以各

省份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之和取对数作为表征技术创新“数量”( lnpat)的指标,以各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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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质量”( lninv)的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高校基础研究。 借鉴张杰等[32]的研究思路,将“高校基础研究”定义为各省份高

等院校当年人均基础研究经费,即基础研究项目经费拨入总额与基础研究项目投入人员数量之比。 相

较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指标,人均基础研究经费能够更精准地衡量高校基础研究的

投入强度与资源配置效率,规避了因高校规模和结构差异导致的潜在偏差,从而提升不同区域或高校间

比较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同时,该指标通过聚焦单位研究人员的经费配置,突出基础研究的投入效率,
能够更直观地反映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益与高校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表现。

3.
 

借鉴董景荣、陈懿盟[33]和李文辉等[34]的相关研究,选取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用各

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衡量地区经济发展;(2)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各省外商注册投资额(取对数)
衡量;(3)经济结构,计算中国各省份年末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4)地区教育水平,采用各省份普

通高等学校数量衡量;(5)政府财政支持,计算各省份财政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6)人力资本,采用各

省份人口密度衡量(取对数);(7)地区关联程度,以各省份公路客运总量衡量(取对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涵盖了 2006 年至 2020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

数据。 其中,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6—2020 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高校基础研究

经费数据来自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06—2020 年);各省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20 年)及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技术创新数量 ln_pat 450 9. 007 1. 615 4. 369 12. 290

技术创新质量 ln_inv 450 9. 941 1. 612 5. 176 13. 438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ln_edufun 450 5. 192 0. 675 2. 275 6. 587

人均可支配收入 ln_pcdi 450 10. 060 0. 467 9. 091 11. 240

人口密度 ln_pop 450 7. 859 0. 441 6. 394 8. 749

外商注册投资额 ln_fri 450 15. 570 1. 464 12. 210 19. 430

财政收入占比 P_reve 450 0. 151 0. 042 0. 086 0. 327

金融业增加值占比 P_fina 450 0. 059 0. 032 0. 011 0. 199

公路客运总量 ln_traffic 450 10. 660 1. 088 7. 194 13. 230

普通高等学校数 universities 450 80. 784 37. 688 9. 000 167. 000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将高校基础研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如表 2 所示,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高校基础

研究对区域创新质量和数量的正向影响始终在 1%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 0. 178 和 0. 161。 具体

而言,高校基础研究通过学术论文发表、专利技术转移等途径,直接促进了区域创新数量的增长;同时,
通过人才培养与知识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创新质量。 这种对创新广度与深度的双重推动作用,进一步

验证了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显著促进效应,支持了假设 H1 的成立,凸显了高校基础研

究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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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数量 创新数量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73∗∗∗ 0. 169∗∗∗ 0. 178∗∗∗ 0. 148∗∗∗ 0. 146∗∗∗ 0. 161∗∗∗

(0. 044) (0. 043) (0. 042) (0. 040) (0. 039) (0. 040)

人口密度 0. 031 0. 095 0. 043 0. 111

(0. 068) (0. 077) (0. 059) (0. 070)

外商注册投资 0. 164∗∗∗ 0. 142∗∗∗ 0. 191∗∗∗ 0. 169∗∗∗

(0. 045) (0. 042) (0. 038) (0. 042)

财政收入占比 0. 139 1. 223 0. 962 1. 753∗

(1. 021) (0. 983) (0. 903) (0. 908)

金融业占比 -2. 081 -0. 409

(1. 408) (1. 366)

人均可支配收入 0. 691 0. 486

(0. 452) (0. 393)

公路货运量 -0. 002 0. 046

(0. 037) (0. 038)

普通高等学校数 0. 008∗∗∗ 0. 008∗∗∗

(0. 003) (0. 003)

_cons 6. 703∗∗∗ 4. 052∗∗∗ -3. 124 7. 745∗∗∗ 4. 486∗∗∗ -1. 385

(0. 187) (0. 909) (4. 480) (0. 166) (0. 760) (3. 900)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 910 0. 912 0. 915 0. 937 0. 940 0. 942

　 注:∗
 

p
 

<
 

0. 1,∗∗
 

p
 

<
 

0. 05,∗∗∗
 

p
 

<
 

0. 01,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影响机制研究

为了验证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出的高校“显性渠道”和“隐性渠道”的溢出效应,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

应模型:
ln_mediumit =α′0 +α′1 ln_edufunit+α′2M+vt+μi+εit, (3)

ln_innovit =β0 +β1 ln_edufunit+β2 ln_mediumit+β3M+vt+μi+εit。 (4)

显性渠道机制中,ln_mediumit 代表科技服务中介变量,借鉴余泳泽、唐孝妍相关研究[35] ,取省级高校

与企事业单位的科技项目委托经费的自然对数,反映了高校与外部实体之间的正式合作关系,如资金流动

和技术转移。 隐性渠道机制中,ln_mediumit 包括知识中介变量和人才中介变量,借鉴余长林、左佳相关研

究[36] ,知识中介变量由高校出版的科技著作数量和学术论文数量的自然对数交互项表示;人才中介变量则

由参与基础研究项目的研究生人数的自然对数构成。 这两个指标揭示了高校基础研究通过非正式渠道,
如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间接推动区域技术创新。 ln_innovit 分别表示各省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

1.
 

“显性渠道”的影响机制。 表 3 揭示了显性渠道在高校基础研究推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机制。
引入科技服务变量后,结果表明高校基础研究通过科技服务和项目委托等显性渠道,显著促进了区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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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数量增长,验证了假设 H2。 然而,尽管这些显性渠道能有效推动技术创新的广度,其对创新质

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显性渠道主要聚焦于应用型技术的开发,并倾向于解决当前的技

术问题,具有短期导向和应用性特点,缺乏长期的研发积累和系统化的创新支持[37] 。 因此,显性渠道更

能推动技术创新的广度,而在创新质量的提升上则相对薄弱。 此外,科技服务和项目委托通常集中在技

术转化的应用研究上,较少涉及基础性和前沿性技术的突破,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对创新质量的推动[38] 。
 

表 3　 显性渠道机制

(1) (2) (3)

科技服务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317∗∗∗ 0. 139∗∗∗ 0. 103∗∗

(0. 096) (0. 048) (0. 043)

科技服务 0. 075 0. 152∗∗∗

(0. 048) (0. 04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R-squared 0. 724 0. 920 0. 946

2.
 

“隐性渠道”的影响机制。 表 4 分析了隐性渠道在高校基础研究推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机制,重
点考察了知识溢出和人才溢出两个中介变量。 结果表明,高校基础研究经费的增加显著促进了论文、专
著和研究生参与基础研究的增长,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创新质量和数量的提升。 知识溢出对创新质量和

数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高校基础研究通过知识溢出机制对区域创新的积极推动作用,支
持了假设 H3。 然而,人才溢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新数量上,而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未表现出显著性。
原因在于企业通常将高校培养的人才资源用于技术应用和转化,而非深入的基础研究,导致人才溢出主

要促进应用型研究,难以对基础性和突破性创新提供长远支持。 因此,人才溢出机制更多聚焦于短期技

术问题,缺乏对创新质量的持续推动[39] 。
 

表 4　 隐性渠道机制

(1) (2) (3) (4) (5) (6)

知识溢出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人才溢出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66∗∗ 0. 166∗∗∗ 0. 137∗∗∗ 0. 260∗∗∗ 0. 159∗∗∗ 0. 121∗∗∗

(0. 075) (0. 044) (0. 041) (0. 052) (0. 045) (0. 042)

知识溢出 0. 077∗ 0. 146∗∗∗

(0. 044) (0. 035)

人才溢出 0. 076 0. 153∗∗

(0. 067) (0. 0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 624 0. 916 0. 944 0. 881 0. 916 0.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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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 将人均基础研究经费替换为高校基础研究项目当年总支出经费(取对数),结果

如表 5 列(1)和(2)所示,高校的基础研究投入对其所在省份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影响仍然显著为

正。 说明高校基础研究提升了所在省份内技术创新水平,基准回归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
2.

 

排除可能竞争性假说。 张杰、白铠瑞[40] 提出中国高校基础研究的创新效应可能仅体现在高校

内部产出(如专利),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创新活动未产生显著激励效应。 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本

文剔除了各省高校的专利申请数量,以更准确地观察高校基础研究对非高校实体创新行为的影响。 结

果如表 5 列(3)和(4)所示,剔除高校专利后,创新质量与数量均显著正相关,表明高校基础研究仍然在

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上对区域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滞后解释变量。 考虑到基础研究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转化的滞后性,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再次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6 列(1)和(2)所示,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回归结果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考虑到创新产出滞后效应依旧验证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
4.

 

缩尾剔除极端值影响。 考虑到样本数据存在极端值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进一步将被解释

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前后 1%缩尾处理,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列(3)和(4)所示,人均基础研究经费对区域创新质量与数量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

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一

替换解释变量 排除竞争假说

(1) (2) (3) (4)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基础研究项目支出 0. 146∗∗∗ 0. 127∗∗∗

(0. 040) (0. 036)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59∗∗∗ 0. 161∗∗∗

(0. 046) (0. 0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 913 0. 940 0. 899 0. 936
 

表 6　 稳健性检验二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缩尾剔除极端值影响

(1) (2) (3) (4)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L.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34∗∗∗ 0. 148∗∗∗

(0. 046) (0. 039)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30∗∗ 0. 120∗∗

(0. 053) (0. 0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57·



续表6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缩尾剔除极端值影响

(1) (2) (3) (4)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420 420 450 450

R-squared 0. 904 0. 937 0. 914 0. 942

5.
 

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技术创新可能既源自基础研究成果,又受到创新需求的反馈影响,进而可

能导致双向因果关系和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处理内生性,并验

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借鉴宗晓华、王立成[41]相关研究,选取各省份 1984 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并

构造其与年份趋势变量的交互项。 此选择基于以下原因:一是 1984 年高校数量对当前基础研究资源分

布有显著的长期影响;二是该变量仅通过影响当前高校基础研究投入间接作用于创新产出,且不直接影

响创新活动,符合外生性要求。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 F 值显著大于 10,验证了工

具变量的有效性。 IV 估计结果表明,高校基础研究对创新质量与数量的正向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进一步确认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其次,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进一步检验了基准回归。 表 8 的结果显示,Hansen 检验

的 p 值分别为 0. 234 和 0. 278,未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原假设,验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AR(2)检验的

p 值分别为 0. 372 和 0. 415,均大于 0. 05,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验证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回

归结果表明,人均基础研究经费对创新质量与数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211 和 0. 197,均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高校基础研究在推动区域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方面的促进作用。
 

表 7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1) (2) (3) (4)

OLS IV OLS IV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178∗∗∗ 0. 242∗∗∗ 0. 161∗∗∗ 0. 267∗∗∗

(0. 042) (0. 080) (0. 040) (0. 07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F 值(第一阶段) — 30. 17∗∗∗ — 30. 17∗∗∗

N 450 450 450 450

R-squared 0. 915 0. 971 0. 942 0. 978
 

表 8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1) (2)

L. 创新质量 0. 462∗∗∗

(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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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1) (2)

L. 创新数量 0. 503∗∗∗

(0. 068)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211∗∗∗ 0. 197∗∗∗

(0. 054) (0. 080)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AR(1) 0. 042 0. 038

AR(2) 0. 372 0. 415

Hansen
 

test 0. 234 0. 278

N 450 450

(四)进一步分析

1.
 

门槛效应检验。 在区域创新研究框架中,研究资源的强度和深度对新知识和技术的形成至关重

要,特别是在尖端科技领域。 基础研究对专业化设备和先进方法的依赖使得资源不足时,创新产出可能

受到显著限制[42] 。 基础研究本身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也使得资源受限时,研究的初步成果验证与优化

难以顺利进行,从而增加失败的风险。 因此,本文进一步以高校基础研究强度,即基础研究经费占高校

年度经费比重为门槛变量,检验其门槛效应。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高校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质量和数量具有显著的单一门槛效

应。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一门槛模型通过了创新质量和数量的门槛检验;而双门槛检验未通过。
基础研究强度的门槛值为 0. 530

 

2,将其分为低于和高于此门槛的两个区间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当基础研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人均基础研究经费对创新质量和数量的正向影响显著;当基础

研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这一效应进一步增强,说明随着基础研究强度的提升,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增长

得到更为显著的推动。
 

表 9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检验类型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高校基础

研究强度

单门槛 30. 240∗∗ 0. 040 38. 450 27. 154 21. 552

双门槛 6. 450 0. 773 29. 690 23. 047 19. 234

单门槛 34. 070∗∗ 0. 013 34. 256 22. 613 19. 242

双门槛 14. 350 0. 183 24. 361 20. 341 17. 594

　 注:∗∗∗
 

、∗∗
 

、∗分别表示
 

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P
 

值和临界值均是采用“自举抽样法”Bootstrap
 

反复抽样
 

300
 

次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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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门槛回归结果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变量 系数(P 值) 变量 系数(P 值)

人口密度 0. 200∗∗(0. 016) 人口密度 0. 245∗∗∗
 

(0. 000
 

)

外商注册投资 0. 059(0. 193) 外商注册投资 0. 188∗∗∗
 

(0. 000
 

)

财政收入占比 3. 727∗∗∗(0. 000) 财政收入占比 2. 184∗∗∗
 

(0. 010
 

)

金融业占比 -1. 711(0. 276) 金融业占比 0. 198(0. 879
 

)

人均可支配收入 1. 642∗∗∗(0. 000) 人均可支配收入 1. 630∗∗∗
 

(0. 000
 

)

公路货运量 -0. 007(0. 852) 公路货运量 -0. 028(0. 348
 

)

普通高等学校数 0. 009∗∗∗(0. 001) 普通高等学校数 0. 007∗∗∗(0. 001)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I≤0. 530
 

2) 0. 189∗∗∗
 

(0. 000)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I≤0. 530
 

2) 0. 123∗∗∗
 

(0. 002
 

)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I>0. 530
 

2) 0. 253∗∗∗
 

(0. 000)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I>0. 530
 

2) 0. 179∗∗∗
 

(0. 000)

Cons -12. 115∗∗∗
 

(0. 000) Cons -12. 592∗∗∗
 

(0. 000)

R-squared 0. 905 R-squared 0. 940

F 值 24. 910∗∗∗ F 值 32. 990∗∗∗

2.
 

地区异质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地区划分标准,将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回归

结果如表 11 所示。 东部地区的高校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部地

区则主要推动创新质量,而对数量的影响较弱;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科技基础设施的差异。 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科技基础设施完善,高校基础研究投入较高,
产出效应显著。 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限制了基础研究的效

果。 此外,企业的吸纳和应用能力也是关键因素。 东部地区企业能够有效吸纳高校基础研究成果,促进

创新质量和数量的提升;中部地区企业虽能吸纳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对数量的贡献较

小;西部地区企业的吸纳能力较弱,导致基础研究的影响不显著。
 

表 11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人均基础

研究经费

0. 279∗∗∗

(0. 097)

0. 189∗

(0. 097)

0. 109∗

(0. 063)

0. 004

(0. 062)

0. 062

(0. 047)

0. 021

(0. 0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65 165 120 120 165 165

R-squared 0. 968 0. 968 0. 944 0. 881 0. 916 0.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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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 市场化程度对高校基础研究在区域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高市场

化地区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机会,包括资金支持、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因素促进了基础研究

的成果转化,从而推动了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 为此,将市场化指数[43] 高于平均值的省份归为高市场

化地区,低于平均值的省份归为低市场化地区。 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高市场化地区人均基础研究经

费显著提升了创新质量和数量。 这一现象可能源于高市场化地区的资源丰富、创新生态系统完善以及

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培养及其研究成果的转化。 然而,低市场化地

区则未能显著提高创新质量或数量,反映出这些地区面临资源限制、市场竞争不足和创新环境不完善等

问题。
 

表 12　 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高市场化程度地区 低市场化程度地区

(1) (2) (3) (4)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创新质量 创新数量

人均基础研究经费 0. 286∗∗∗ 0. 258∗∗∗ -0. 022 -0. 141

(0. 055) (0. 046) (0. 063) (0. 0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N 255 255 195 195

R-squared 0. 919 0. 955 0. 926 0. 944

　 注:以 2019 年市场化指数平均值作为划分标准

四、结论与建议

为探讨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基于 2006 至 2020 年间中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质量与数量均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的“量质齐升”;(2)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显性

和隐性两条渠道实现。 显性渠道主要通过科技服务等形式对区域创新数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隐性渠

道则包括“人才溢出”和“知识溢出”两种维度,其中人才溢出对创新数量具有正向影响,知识溢出则对

创新质量和数量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3)基础研究强度对高校基础研究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

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呈递增趋势。 随着基础研究强度的增强,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

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加显著;(4)高校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东部

地区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技术创新影响较为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财政支持,促进基础研究与区域创新的联动发展。 考虑到高校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质量

与数量的显著影响,建议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优化资金分配机制,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并鼓励企业与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投资,构建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确保基础研究的长期稳

定支持,为区域创新提供坚实的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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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基础研究的创新外溢效应。 为进一步激发基础研究的创新潜力,建议

构建本硕博一体化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注重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推动人才创新素养的提升,同时

完善科研人员的考核与退出机制,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基础研究的显性与隐性溢出效应,推
动区域创新。

(3)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政策,缩小区域创新的地理差异。 考虑到高校基础研究在不同地区的异

质性影响,建议政策制定时应依据区域特性,实施差异化支持策略。 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应重点推

动高校基础研究与市场需求对接,建设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如科技园区和孵化器),放大创新产出效应;
中部地区应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衔接,设立联合研究项目和技术创新平台,提升区域创新质量;
西部地区则需增加财政支持,吸引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市场化水平,从而增强高校基础研究对

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
(4)强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基础研究成果的市场化转化与应用。 鉴于高校基础研究在不同市场化

地区的差异性激励效应,建议政府在高市场化地区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支持,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度合

作,加速基础研究成果的市场化转化。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校企联合研发平台,支持共同承担研发项目,
强化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政策保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高校科研人员的合法

权益,激励其积极参与技术转化,提升基础研究对区域创新的综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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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arriers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ransforming
 

research
 

investments
 

into
 

regional
 

innovation
 

dynamics,
 

a
 

key
 

condition
 

for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Using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2006
 

to
 

2020,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
 

basic
 

re-
search

 

on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research
 

of
 

universities
 

as
 

a
 

whol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
 

the
 

dual
 

effect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increment”.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influences
 

regional
 

innovation
 

mainly
 

through
 

“ explicit
 

channels”
 

and
 

“implicit
 

channels” .
 

The
 

mechanisms
 

of
 

impact
 

of
 

these
 

two
 

channel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xplicit
 

channels”
 

only
 

promote
 

regional
 

innovation
 

quantitatively,
 

while
 

“implicit
 

channels”
 

have
 

a
 

more
 

comprehen-
sive

 

impact
 

on
 

regional
 

innovation,
 

effectively
 

enhancing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novatio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nsity
 

of
 

basic
 

research
 

positively
 

moderates
 

its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
tion

 

development,
 

and
 

this
 

moderating
 

effect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The
 

study
 

also
 

reveals
 

significant
 

re-
gional

 

heterogeneity,
 

indicating
 

a
 

decreasing
 

pattern
 

of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on
 

innovation
 

outpu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Notably,
 

in
 

area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
ketization,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ha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
 

in
 

enhancing
 

region-
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under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university

 

basic
 

research;ex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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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innovation
 

quality;innovation
 

quant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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